（一）

“产翁制”这一风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古今中外也有丰富的文献材料或调查报告涉及这种风俗，外文通常用Couvade一词表示。Couvade原为法语，本意为孵雏、坐卵，源于拉丁文Cubare，有卧倒的意思。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最早用Couvade表示从母系到父权的过渡，研究者多采此说。在我国学者中，　张星烺在《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将Couvade译为“代孵”；徐地山译其为“伏巢”；黄石也较早注意并研究过这一风俗，他采用唐人杂记中的“产翁”一词代之，［1］（P92）遂沿用至今。“产翁制”其实描述的是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妇人怀孕期间，丈夫被禁止吃某些食物，做某些事情。分娩后女子则照常工作，男子则偃卧在床，如产妇般护理小孩，同时被他人侍服，亲戚朋友庆贺于他。试举几例：古希腊阿波罗尼乌斯写的《阿尔哥诺提卡》中记录某地风俗，当妻子生小孩时，丈夫戴着包头躺在床上呻吟，他的妻子则细心照料他。斯特拉博在《地理学》中说利比亚半岛的坎塔布连人中也流行此风。［2］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不乏记载，只不过多见于边地之民中间，《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人尉迟枢《南楚新闻》说：“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生疾亦如孕妇。妻反无所苦，……越俗，妇人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引唐人房千里《异物志》言“僚妇生子即出，夫惫卧，如乳妇，不谨，其妻则病，谨乃无苦”。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钱古训、李思聪所写的《百夷传》等所载与之相类。

近代以来人类学家对此风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风俗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即东亚、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南美东北部以及北美高原区。另外，日本的阿伊努人（Ainus），南印度的某些部落也实行过。［3］（P227）丰富的文献材料和广泛的人类学调查表明这一现象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研究这一现象过程中有些假设或结论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如“产翁制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产物”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

关于产翁风俗的解释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主张感应法术说者，如弗雷泽（Frazer）；有主张亲子关系认定说者，如冯特（Wundt）；有主张母权父权过渡说者，如巴霍芬、泰勒。其中第三说影响最大，它认为产翁制是男子要求父权而采取的一种“象征手法”，泰勒说它是“表示从母系社会转变到父系社会趋势的征表”，［1］费勒克的《家族史》也说它反映了从母权社会到父权社会的过渡。［4］（P226）人类学上的进化论在我国学者中影响至深，几乎牢不可破。“产翁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黄石先生早年就撰文说：“人类家族的组织，先有母系制度，然后变为父系制度；在父系家族制度下，父权日日增长扩大，演变成父为家长的父权家族”。他在讲到尼古巴诸岛的产翁风俗时说“如果我们承认‘产翁’是从母系到父权的过渡，这就不难得到解释”。［1］后来以此立说者不在少数，如程德祺就认为“产翁制”表示“父亲为了代替母亲取得对孩子的主要权利”；［5］张涛也论述过“产翁制”的出现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的产物。［6］在这里需要引起人们思考的是：母系父系有无必然的先后关系？母系与母权，或者说系嗣制与统治地位之间有无必然联系？

第一，系嗣制的先后关系问题。系嗣制被认为总是由母系到父系的转变，只是摩尔根的一个假设，在部落社会里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他的进化模式中，人类婚姻经过杂交阶段后即进入母系社会，而父系则由母系转变而来，母系在先而父系在后。遗憾的是这些结论并未得到人类学材料的证明，而且在人类学家那里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罗维曾说“从母系嗣和从父系嗣在时序上孰先孰后？抽象地说来有多种可能。也许是母系氏族出于辈系氏族，也许是父系氏族出于母系氏族，也许是一先一后而各有来源，非由蜕变，更许是毫无先后可言”。［7］（P198）另外，外来因素也是系嗣制产生和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大多数北方阿塔巴斯康部族是无氏族的，但以权力与继产而论他们应属泰勒的从父模式，可是，那些邻接沿海诸部族的阿塔巴斯康人却以临近部族组织为模范，接受了从母系嗣制；格洛芬特尔是无氏族的，但和白拉克佛人接触后就发展成父系氏族。［7］（P209—216）摩尔根还认为母系氏族社会是从蒙昧时代中期到野蛮中期，从生产技术来看包括了全部狩猎采集社会到农业或畜牧业的出现。然而在后来的人类学调查中我们看到，在当代处于狩猎采集生产力水平的民族中，有母系，有父系，也有双系继嗣或双边继嗣。例如在西非，在生产技术相同的部落里，母系与父系并存；很多亚洲和非洲狩猎采集的民族，根本就没有形成任何形式的继嗣集团。［8］（P330）可见，系嗣制与生产技术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泰勒在1899年曾提出系嗣制与夫妇婚后居住方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也被后来的人类学考察所证实。对此，罗维认为，“倘若新郎永久住在岳家，所生子女自然和他的岳家人亲近而和他自己家里人疏远……从妇居制的影响像荷匹和组尼等部落中最可以看的清楚，因为在那里非但居住是从妇的，住宅的所有权也是由母传女的，这样一来，祖母亲和女儿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社会单位，所有生在这个屋子里的子女自然是和这个永久的社群相联系”。［7］（P189—190）英国现代人类学大师马凌诺夫斯基在《两性社会学》中对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社会情况的考察也说明“居住方式”是影响系嗣制的一个重要因素。［9］（P3—4）摩尔根关于易洛魁社会研究得出来的假设尽管对早期社会组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正如布洛克所言，“这一假设（笔者按：此指母系到父系的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是人类学的重要课题，甚至在今天也没有完全中断对它的研究，但我们所掌握的贫乏历史记载大概不能为这一断言提供多少证据”。［10］（P82）。从母系嗣与从父系嗣是与婚后居住方式有关的风俗，不是一个进化的阶段。由此看来，社会总是由母系制到父系制的发展假说难以成立。

第二，系嗣制与统治地位问题。“母权制”一词最早出现于巴霍芬1861年发表的《母权论》，麦克伦南进而认为母权先于父权。后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直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对“母权制”大加评介，至此，“母权制”的说法便产生了超乎想象的影响力。然而“母权”说缺乏充实的证据，母系与母权之间也缺乏直接联系。布洛克说：“摩尔根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母方来计算血统与妇女的高地位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得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进一步强调，这些学者混淆了‘母方世系’（Matriliny）与‘母权制’（Matriarchy）两个概念，前者指以母方来计算血统，后者指由妇女实行统治”。在此，对“母系”与“母权”加以界定区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事实上，妇女地位与根据这一方或那一方来计算血统都没有直接的联系。纵然一个人不是因为其父亲是谁而是因为其母亲是谁而归属于某一群体，这也决不意味着妇女在该群体中享有高（或低）的特殊地位”。［10］（P83）澳洲一些部落中有母系，有父系，母系中妇女地位并不见得比父系中女子地位崇高或生活优裕，美拉尼西亚也是如此；英属哥伦比亚的特林吉人和他们的近邻都是从母系嗣的，但母族的权利却操纵在舅父手中，某种财产亦由舅父传至外甥；霍皮人和祖尼人也是从母系嗣，但家中首领是妻子的兄弟而非妻子；卡伊人母系社会中，酋长为男子，行父传子制；即使在最令人称道的易落魁母系社会里也没有一个女子能在部落联盟的最高会议中占一席，这是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非洲有女性的统治，但她们的出现与系嗣制却无关联，对于一般的土人妇女的地位也不发生影响，正如卡特琳女皇之不影响俄国农妇、武则天女皇虽位至九五之尊却不能代表中国整个妇女地位的崇高。在一些地方，妇女尽管有地位但并非是完全的统治者，如阿萨姆的卡息人中女子地位很高，具体表现为：房屋、田产、传家的珠宝首饰并由母系继承，母传女；甚至有一个地方大祭司的职务也由女子承担。尽管如此，家庭中的家长仍然要推她的长兄，而且当一个丈夫在从妇居之后另建立家庭时，他也就成了家庭中的主脑。［7］（P226—228）这些材料表明系嗣制并不能决定其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即母系制并不能必然引起母权统治，即使在妇女地位较高的社会中，也不能必然得出女子居于统治地位的结论。事实上，林惠祥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指出：“真的母权即女性统治却从不曾在任何社会中发现过。‘母系’即女性世系非不普通，但这应该和‘母权’分别。”可惜的是这一认识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我国早期一些学者总认为母系社会必然是女酋长，甚至有人由此说黄帝是女人。

妇女地位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将任何一个抽象的普遍原则用来解释或研究它都是不科学的。人类学近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使文化多样性的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这一原则启发我们在思考问题时不要局限于某一假设，我们必须放宽视野，从多方面来进行分析。“母权说”者常以种族繁衍、血缘认同和女性的经济地位几个要素立说，若细加考究就不难发现，妇女在种族繁衍中的社会功能即使在父系社会里，“也仍然得到男性成员的充分承认”。［13］至于血缘认同，上面已列举说明这也不足以使“母权说”成立。至于经济方面也不是绝对的。如在南非和南美洲，那里耕耘收获之事均由女子从事，她们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可是她们的社会地位虽不至于太恶劣，但也不能不说是卑贱的；在维达人和安达曼群岛人的渔猎部落社会中，妇女对于食物供给尽力甚微，然而其社会地位与男子平等；在班图族中，妇女是耕种田地的生产者，但地位较低，她们虽不至沦为奴隶，但也不是男女平等；［7］（P231—232）在我国云南德宏地区的傣族中，妇女担任了2／3的生产劳动，可是社会地位在旧社会一直很卑贱。［11］（P82）这从古文献中也可看出一二，明代钱古训在《百夷传》中记载了500年前的该地傣族：“其俗贱妇人，贵男子，　耕织徭役担负之类，虽老妇亦不得少休”。由此看来学者采用进化论之说，简单地以女子经济地位的衰退来说明母系社会的消亡，不能不说是存在问题的。要之，妇女地位决不以是否居于统治地位来衡量的，她们在社会中的待遇、法律地位、参加公共活动的机会的多寡以及劳动的性质和范围都是要进行考察的方面，罗维教授说，“男女关系所生情况是多方面，特别重视某一方面是危险的”。［7］（P225）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三）

国内学者在进化论的误导下经常用两条材料来论证“产翁制”是母权向父权的过渡：（1）“民知其母不知其父”；（2）“伯禹愎鲧”。这样一来材料的理解就显得很重要了。

第一、“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在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商君书·开塞篇》：“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又《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班固《白虎通》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足人道”。这些言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目的：法家在进步历史观的支配下，通过抨击太古无君的混乱无序，申说有君的优越性，从而论证君道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合理性；道家则以退步的历史观为前提，叙说远古世风的淳朴以此批评黄帝以来战乱不断、人心不古的情形；班固则是在儒学取得尊宠的时代背景下以此来论证儒家“三纲六纪”的合理性。在此还须留意的是古文献中关于边地少数民族的记载，《文献通考·四裔考》说：“乌桓者，……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其母有族类，父兄无”；“獠，……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若杀其父，走避于外，求得十狗，以谢其母，然后敢归”。国内学者多将母系与母权相混淆，并用这则材料论证母权制的存在，翦伯赞在《先秦史》中并未区分二者的不同，他说：“母系氏族社会存在于中国史上之野蛮下期与中期”，“随着财富的增加，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愈来愈比女子重要。为了使他的子女，获得从他继承财产之权，于是非先把母权制废止不可，而母权制竟被废止了”。［12］（P107）最近看到有学者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知母不知父”，在原始部落社会中也不是普遍的现象。［13］（P106—107）应该承认一夫一妻或一段时期相对定的配偶关系是很古老的，父亲的身份也并不难确认，原始时代的婚姻并非是乱交（杂婚），人类婚姻起源于普遍杂交只是古典进化论的假说。王岁孝在《中国婚姻史上的杂婚和血婚问题》中从动物社会学、人类学和古籍记载中的性自由、古籍传说和民族调查中的兄妹通婚、文献传说中知母不知父、考古发现、亲属称谓六个方面考察，认为这种说法“在全世界范围内缺乏坚实的证据”，“对这一在人类学界已无足轻重的理论，中国婚姻史学界若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很可能还会支配21世纪的研究工作”。［14］事实上，在母系社会组织中，人们也有其确认父亲的方法，如托达人通过“献弓”的仪式来确认谁是这个孩子以及其后孩子的父亲；南太平洋的毫克斯列岛的莫塔人以支付接生婆的巨额费用来确认孩子父亲的资格。人类学家基辛曾说，“父亲”的角色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赋予不同的人，例如母亲的丈夫，母亲的性配偶，法定的丈夫，赐予我们生命的人等，甚至在努埃尔人或达荷美人那里，其中这一角色也可以是女性。［15］再看翦老所用的关于乌桓的材料也可以看出他们也并非不知父，其杀父不杀母是因为其母有族类而其父无族类的缘故。这至多只能说明当时乌桓尚处于母系社会，而不能说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更不能说当时是母权统治。这种材料用于说明当时的社会风俗则可，用于证明“产翁制”以及从母权到父权的过渡则不可。

第二、《天问》说：“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这也常被当作产翁制存在于中国古代的证据，有人据此说“为保证子女对财产的顺利继承，获取母亲对孩子的主要权利，男子除改变过去从妇居的形式，实行对妻子的独占同居以外，还要夺取人类自身生产的权利。于是出现了‘产翁制’”。［6］江林昌在谈及鲧禹故事时也认为“产翁制”是为争取父系生育权而产生的。［4］（P224）在大多数学者眼里，“产翁制”和“伯禹愎鲧”已经必然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后世注《楚辞》者误导的缘故，他们只注意其个别字词的训释，而忽略了文献之间的源流关系。在先秦文献中关于鲧禹的记载最早的是《尚书》。金景芳先生曾说“《尚书》独载尧以来，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16］这是不容置疑的。《尧典》载：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舜典》说“殛鲧于羽山”；《洪范》有“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联系这三则材料可以看出，鲧治水未成功而受到惩罚，而禹则继鲧之后完成了治水大业，此之谓“禹乃嗣兴”。由此再看屈子原话“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他所问的应该就是鲧为何治水失败，而禹则成功，鲧到禹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呢？朱子在《楚辞集注》中解此句时曾说：“此又问禹自少小习见鲧之所为，何以能变化而有圣德乎？”此“圣德”二字无疑指的是完成治水大业。朱子解义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远胜于那些拆文析字的俗儒，如释“愎”为“腹”者，释“化”为“化生”者云云。不从文献流变上来考察而只是根据个别词词义的训释以逞己说，免不了要闹出一些笑话来，屈子所问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至战，国时期，产翁制早已成为过去，以至屈原这样博学多说的大家都不可得而知了”。［6］如此强解古书，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并非所有学者都赞成“伯禹愎鲧”为“产翁”说，常金仓教授认为“采用一种意义不明的产翁制就企图划分母权制与父权制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已属孟浪，何况‘伯禹愎鲧’根本就不是原始的产翁习俗”。［17］另外，李亦园先生甚至曾否定中国上古存在过“产翁”风俗。［18］谢国先先生通过对傣族等地的考察更是认为“男子坐褥，父佯为母这一意义上的产翁制仅仅是一种神话传说而不是真正的风俗习惯”，［2］尽管此说有进一步商榷的可能，但它足以说明“产翁”问题的复杂，而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结　语

根据上面的分析，“产翁制”为母权、父权过渡说的根基是不牢靠的，母系、父系并无必然的先后关系，母系也不能必然引起母权统治，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母权之说也不能成立。正如马凌诺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常和‘产翁’联结的一种已死的、已消失的情境，就是从母权转变为父权的设想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产翁’是被认为靠了它象征的托辞来肯定父亲的地位。但是自从母权不复能认为进化程序上必经的阶段，这解释也因之不能成立了”。［19］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局限于某一现成的结论，不能仅仅拿文化研究去充当某一“定论”的注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昧于科学和行而上学之别而无视文化的多样性，经常以先入之见来剪裁中国的古籍文献，对于这一科学研究的致命敌人，杜尔干早在1895年就批评说：“由于用观念来想象事物，总比实际考察事物来的方便快捷，因此人们往往用观念来代替实际事物，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想象当作事物的实质……这种方法往往思想在先，事实在后，引证事实只不过是为了证明人们预先得到的观念或结论，并非把事实放在首位来研究。在这种方法中，事实仅仅是作为思想验证的东西，而不是科学的对象，人们从观念估量事物，而不是从事实归纳出观念”。［20］（P14）上面所列的两则材料在理解和运用上的削足适履不能不说与这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在此，我想说的是，“产翁制”尽管只是文化研究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但是我们从这个个案研究过程中所看到学术思想和方法上的问题，足以引起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我们应该明白：21世纪的文化研究只有坚决摈弃任何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才能真正走上科学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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